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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湖北省 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

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

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

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

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

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

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 

【关键词】：村域生态治理 群体认同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227(2020)12-2805-11 

农村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生态环境破坏的制约[1]。虽然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伴随的却是农村生态的破坏,这对农村

发展提出了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加强对农村生态的治理正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我国农村生态治理主要以政府管制与市场调控两种模式为主[2],然而治理效果却均不如人意。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具有分散性、特

殊性和治理成本高等特点,政府治理模式下资源有限难以全盘兼顾,而市场调控下私人利益最大化与村域生态环境的准公共物品

属性发生冲突,导致市场失灵。最终,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一直处于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匹配的尴尬境地,农村“脏乱差”的现象依

然存在。基于长期考量,农村生态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农户参与机制构建显得尤为重要[3]。这种农户参与模式一方面能够促使村域

生态利益相关者进行协作,共同治理村域生态;另一方面,公共的监督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很大程度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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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失灵。 

然而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基本呈现为一种高关注度、低参与度的状态
[2]
。很多情况下的农民响应仅仅是基于一

种集体无意识的“群体一致”,又或是基于熟人社会碍于“面子”而勉强跟随[4,5]。那么,当前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现状究竟如

何?在“熟人社会”中如何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影响因素又有哪些且彼此间的内在作用路径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思

考和实证研究,不仅能让我们梳理清楚农户参与的行为逻辑,为研究当代村域生态治理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还能够对改善农

村生态环境,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发现,当前对农村生态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生态问题产生根源[6]、生态管理模式[7]、环境技术

创新
[8]
和环境治理效率测算

[9]
等方面,侧重于从法律法规

[10]
、管理体制

[11]
、技术创新

[8]
、政府购买

[12]
以及利益相关者

[13]
等角度分析

农村生态治理对策及措施。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宏观层面的考虑,缺乏微观个体或村集体层面的分析。

更重要的是,已有研究往往只是涉及到农村环境的外部影响。在这方面,国内外诸多学者认为抛弃社会内源结构去谈社会治理和

公众参与问题有失偏颇[14～15],需基于治理的价值诉求和内在规则[16],结合社会(或某组织)特有的非正式网络的实际情况来研究治

理问题[17]。而且在中国农村熟人关系社会背景下,离开这种社会关系而谈论生态环境的保护及村庄治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

法解决集体的困境,行动结果也必是日渐式微与事倍功半
[18]

。故此,本文基于微观农户视角,从社会内源结构出发,引入农村熟人

社会中重要的信任和认同,构建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行为,并

利用湖北省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本文在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个社会资本重要子集框架中,纳入群体认同这一维度,综合起来考察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

为。本文的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其中,Luhmann[19]将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是指在长期人际交往中形成的

亲疏远近而造成的信任程度的差异。这种信任差异通常表现为对亲戚朋友信任>对邻里的信任>对村干部的信任>对陌生人的信

任。制度信任不再局限于个人,以法律、制度及规范等为基础,在非人际关系上建立的现象[20]。两种信任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诠

释了社会信任,其内涵和表现形式的不同也决定了两者在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中的作用存在差异。故本文对信任从不同维

度进行区分,以此来研究其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 

社会信任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往往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而言,从成本角度来看,信任程度越高,农户进行合作的交易成本会降

低,从而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可能性更高。科尔曼[21]也认为人际信任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进而增加人们的社会行为(例如环境

保护)。而且这种高水平的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最终使得合作趋于平稳
[22]

。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政府或地方部门宣传、电视

等媒体以及人际交流是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高程度的信任水平会提高信息交流的频率和效率,进而降低信息搜寻的成本。从合

作的角度来看,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有很大关系,高信任促使高合作[23]。农户对亲朋好友邻居等的信任程度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农户对未来进行合作的期望值,甚至会形成风险共担、利益互惠的机制[20]。区别于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依赖于法律规范、

制度政策,最终形成的一种约束甚至惩罚机制。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在制度的约束下,农

户的环境破坏行为会受到制度的约束或惩罚,从而会增加农户采取破坏行为的成本[24];反之,农户进行环境治理除了可以获得经

济上的补贴,还有环境改善而带来的心理上满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a:人际信任对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1b:制度信任对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群体认同强调的是群体圈子的成员对该特定群体及群体其他成员的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这很大程度上对集体行为参与者

的参与意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书维等
[25]

研究发现,在相对剥夺程度相近的条件下,群体认同感较高的个体比群体认同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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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更加有意愿去参加一项集体行动,从而使得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达成一致[26]。与此同时,高群体认同度也会促使个体

行为动机从以个体层面为主转移到以集体层面为主,增大个体与群体内成员合作的可能性,并且以群体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动机
[27]

。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不仅仅是出于对该行为结果的期望,还出于对该行为其他参与者的认同以及对整

个村集体的归属感,群体层面的归属感与认同将促使更多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集体行动[28]。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

说: 

H2:群体认同对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群体认同对群体成员的集体行为参与意愿及实际参与行为除了具有直接的动员效应外,还可能通过一些中介变量间接影响

农户集体行为的参与意愿及行为
[29]
。社会学相关研究表明,基于群体成员同质性而形成的群体认同对人际信任具有积极意义

[30]
。

村集体中的农户在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等具有相似性,从而会形成认知上的认同性,进而增强村民之间的信任程度。而且相关研

究指出,在集体行为的影响因素中,信任本身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对其产生影响[31]。许科等[32]也认为在集体行为的产生路径中,快速

信任在群体认同和集体行为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村集体中的信任更多的体现在集体成员之间的人际信任和关系态度。心

理学上认为态度有方向和强弱的区别和差异。当强度超过一定阀值时,态度才可能被激活,激活的态度会形成一种内在驱动并引

发相应行为
[33]
。人际信任就是在农户对村集体及成员认同的基础上,态度增强的结果。 

 

图 1逻辑框架 

此外,制度信任会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34],健全有效的制度及强有力的执行会使个体发现,欺诈带来的利益远不及制

裁带来的高成本。而且,群体认同度高的农户会因为自己违背制度规范的行为而给自身和群体带来的利益损失而感到内疚和羞愧;

反之,低认同度的农户更加关注自己利益,而非集体的利益。从法理和伦理[35]角度来看,当农户对制度规范执行度预期较低时,低

群体认同度的农户更可能出现“搭便车”的行为;反之高认同度农户则更可能基于伦理而去遵守制度规范。基于以上分析,本文

提出以下假说: 

H3a: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H3b: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2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6 年 7～8 月课题组在湖北省开展的调研。课题组在综合考虑湖北省各地区农村环境状况以及各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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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了较具代表性的武汉新洲、随州和天门 3个地区。一方面这 3个地方分别代表湖北经济发展的

强、中、弱 3 个水平;另一方面,湖北省环保厅的统计数据显示,这 3 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分别处于低、中、高 3 个水平,水质量、

空气质量及生态环境状况各项指数均反映这种趋势
1
。因此,选取这 3 个地区对研究农户环境治理参与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调

查过程遵循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的原则,首先以新洲、随州和天门为初级抽样单位,依据各地区人口统计数据,每地区选取 3～4

个乡镇;其次在每个乡镇选取人口分布较集中的 2～3 个行政村;最后依据村庄花名册,每个村随机选取 30～40 户农户,在每个农

户家庭中选择一名熟悉家庭情况的成员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访谈。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所选村庄基本情况、农户家庭基本信息、

农户农业生产认知与环保意识以及农户生态治理参与行为及个人认知等。本次调研共发放640份问卷,剔除掉问卷信息缺失太多、

异常值及前后答案不一致的劣质问卷,最终获得有限问卷 603 份,问卷有效率为94.22%。 

2.2 变量选择 

2.2.1 核心变量 

(1)被解释变量。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要求,强化资源保护和节约利用,推进农业清洁生产,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借鉴何可等[20]研究及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设置了节约和保护耕地和水资源、村庄及住所周边

绿化建设、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控制农药化肥使用、农药包装和农膜等回收利用、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程等生态环

境治理的具体项目。若农户至少参与一项项目,则表示农户参与了生态治理,赋值为 1;若农户均未参与任何项目,则表示没有参与

生态治理,赋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 

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根据前文的分析,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是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来诠释社会信任的,且两者在农户村域

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中的作用存在差异。故本文借鉴邹宇春等[36]、何可等[20]研究,从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个维度来测量。其中,

人际信任用“我相信亲朋好友对我参与生态治理有所帮助”表征,制度信任用“我相信国家的环保制度、法规等对我参与生态治

理有帮助”来表征,并设置了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五种程度的回答。 

群体认同。本文借鉴 Mael 等[37]、石晶等[38]、袁凌等[39]的相关研究,采用五分量表的形式共设置 6个题项来测度群体认同,主

要的问题有“我在村集体体中处于很重要的位置”“我与村集体其他成员有广泛的联系”“我与群体其他成员联系频繁”“村

集体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我的生活”“群体成员的行为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我为我身为村集体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本文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降维,在因子分析之前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其中 Cronbach’s Alpha 的值为 0.761,说明提取

的公因子的代表性比较好。分析发现“群体成员的行为会影响到我的生活”这一指标被独立出来且方差贡献率比较低,不适合做

进一步的分析,因此将这一指标剔除重新进行因子分析,剔除之后所有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6,说明测量指标的效度较

好。指标设置及因子载荷值见表 1。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统计值为 0.736,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P 值为 0.000<0.05,说明样本

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方法。通过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技术,从 5 个指标中提取出 1 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62.703%,并将该公因

子定义为“群体认同”。 

2.2.2 其他变量测量 

此外,朱启荣[40]、蒋琳莉等[41]等研究证实了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环境特征等对农户生态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影响。

基于此,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还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等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其中个人特征中选取性别、

年龄、健康状况、兼业情况及受教育年限 5 个变量;家庭特征中选取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两个变量;外部环境中选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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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状况和基础设施两个变量。各个变量设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3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3.1 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探讨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及群体认同对农户生态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其中前文分析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生态

治理参与行为,若农户至少参与一项项目,则表示农户参与了生态治理,赋值为 1;若农户均未参与任何项目,则表示没有参与生态

治理,赋值为0。考虑到该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本文拟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潜在的模型可以设为: 

表 1测量指标设置及赋值说明 

变量 指标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载荷值 

群体认同 

我在村集体中处于很重要的位置 
非常不认同=1;比较不认同=2; 

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认同=5 
3.010 0.909 0.626 

我与村集体其他成员有广泛的联系 
非常不认同=1;比较不认同=2; 

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认同=5 
3.595 0.913 0.864 

我与群体其他成员联系频繁 
非常不认同=1;比较不认同=2; 

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认同=5 
3.773 0.849 0.849 

村集体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非常不认同=1;比较不认同=2; 

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认同=5 
3.740 0.849 0.856 

我为我身为村集体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非常不认同=1;比较不认同=2; 

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认同=5 
3.494 1.070 0.737 

群体成员的行为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非常不认同=1;比较不认同=2; 

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认同=5 
3.426 0.905 - 

 

表 2变量设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设置及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生态治理参与行为 至少参与一项治理措施=1,均未参与=0 0.574 0.495 

核心变量 

群体认同 根据因子分析计算而得 0 1 

人际信任 
我相信亲朋好友对我参与生态治理有所帮助:1=非常不同意, 

2=比较不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3.453 0.943 

制度信任 
我相信国家的环保制度、法规等对我参与生态治理有帮助:1=非常不同意, 

2=比较不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3.723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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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 

性别 受访者性别:0=女,1=男 0.945 0.228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周岁) 56.67 9.689 

健康状况 1=很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好 3.454 0.991 

兼业情况 有无兼业 0=无,1=有 0.494 0.500 

受教育年限 受访者实际接受教育年限(年) 7.254 3.152 

家庭特征 

劳动力数量 受访户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3.018 1.398 

家庭年收入 受访户家庭年收入(万元) 5.761 4.761 

外部环境 

环境状况 当前农村环境状况 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3.454 0.874 

基础设施 有无垃圾集中处理设施 0=无,1=有 0.756 0.429 

 

 

式中:FB*是不可观测的潜变量(FB 是因变量);Trust 是信任(包括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GI 是群体认同。同时,结合已有研究

以及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加入了个人特征(PC)、家庭特征(FC)和外部环境(Environment)等控制变量,β0是常数项,β1、β2、β3、

β4、β5分别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是随机扰动项。 

3.2 回归结果分析 

在回归之前,考虑到群体认同、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等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故先对解释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但限

于篇幅,本文仅以人际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 3,说明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

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农户生态治理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人际信任 — — 0.687*** 0.101 0.705*** 0.102 0.687*** 0.103 

制度信任 — — — — 0.337*** 0.103 0.342*** 0.103 

群体认同 — — — — — — 0.179** 0.083 

性别 -0.995** 0.433 -0.826* 0.442 -0.738* 0.442 -0.743* 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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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0.007 0.010 -0.005 0.010 -0.002 0.010 -0.002 0.010 

健康状况 -0.320*** 0.091 -0.311*** 0.096 -0.312*** 0.096 -0.316*** 0.096 

兼业情况 0.199 0.171 0.193 0.178 0.243 0.181 0.231 0.181 

受教育年限 0.051* 0.029 0.054* 0.030 0.053* 0.031 0.054* 0.031 

劳动力数量 0.084 0.061 0.067 0.063 0.087 0.064 0.086 0.065 

家庭年收入 0.039** 0.020 0.035* 0.021 0.042* 0.022 0.044** 0.022 

环境状况 0.042 0.098 0.032 0.102 0.004 0.104 -0.002 0.104 

基础设施 0.089 0.202 0.030 0.209 -0.058 0.212 -0.058 0.212 

常数项 1.632* 0.927 -0.872 1.030 -2.403** 1.140 -2.285** 1.146 

卡方 29.142
***
 81.193

***
 92.119

***
 92.961

***
 

-2 对数似然值 793.609 741.559 730.633 729.790 

Nagelkerke R2 0.063 0.169 0.190 0.192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表 3中方程 1是仅仅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环境等所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方程 2、3和 4

是依次放入人际信任、群体认同和制度信任后的模型回归结果,其模型的 NagelkerkeR2由 0.063 增长到 0.192,说明这几个核心变

量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方程 4,不难发现人际信任、群体认同和制度信任 3 个变量均通过了

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这 3个变量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的治理的行为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具体而言,人际信任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农户之间人际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

决策,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之间有较高的信任程度,则其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可能性越高,假说 H1a 得到验证。可能

的解释是,在中国这种关系社会中,农户长期的交往和维系的亲缘关系具有较强的经济功能,这是农户相互合作的基础
[20]

。同时,

这种亲缘关系纽带双方长期的密切交往,使得双方交流的信息趋于一致,这大大降低了信息的搜寻成本,而且彼此间较强的信任

程度,提高了农户间合作的可能性
[42]

。从期望的角度来看,农户对亲朋好友邻居等信任程度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对未

来进行合作的期望值;甚至会形成风险共担、利益互惠的机制[20]。 

制度信任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制度规范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影响。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农户对制度规范的信任程度越高,其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概率就越高,假说H1b 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农户

在违背相关制度或规范时需要对其行为付出代价,破坏行为而导致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促使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以获得更高的

收益;另一方面,对制度规范的信任程度越高,农户自觉遵守和服从相关制度和规范的可能性越高,进而会促使农户参与村域生态

治理。 

群体认同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的影响,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

户对村域圈子的认同感越高,则越有可能参与村域生态治理,假说 H2得到验证。其可能的解释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农户参与村

域生态治理不仅仅是出于对该行为结果的期望,还出于对该行为其他参与者的认同以及对整个村集体的归属感。这种对群体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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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感及其成员的认同促使了很多非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集体行为[28]。从效能的角度来看,个人参与集体行为的动机是出于成

本与收益的对比,而村域生态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农户参与其集体治理相比个体的治理能够付出更小的成本和获得更大的收

益。 

就控制变量而言,相比于男性,女性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可能性更高,这与男女性的身体条件和所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源不无

关系。女性在村域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源比男性更少且自身的能力等也相对较弱,故女性更加可能参与

集体行为。健康状况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可能的解释是,农户健康状况越好,则对环境变化的感知相对较

弱且对环境方面的述求较弱,进而表现出较低的生态治理参与度。受教育年限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换言之,

农户受教育年限越高,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可能性越高。可能的解释是,接受教育能够提高农户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及生态环境重

要性的认知。此外,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品,具有正向的外溢作用,能够正向影响农户的环保意识
[20]
。家庭年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农

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这是因为家庭年收入越高则农户需求层次也就越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解决温饱等生存问题,更有经

济基础去关注和追求生活环境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故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可能性越高。 

4 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内在传导机制分析 

4.1 群体认同影响的内在传导机制: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 

方程 4 的结果显示群体认同和人际信任均对农户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但除了直接影响之外,群体认同是否会通过

人际信任间接影响农户行为了?因此,这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群体认同影响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内在传

导机制。首先,估计群体认同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方程 5的结果显示,群体认同对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估计人际信任

与群体认同对农户生态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方程 6 的结果表明,人际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

响。这说明,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最后,对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表 4人际信任、群体认同对农户生态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 

变量 

方程 5(人际信任) 方程 6(生态治理参与行为)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人际信任 
 

— 0.687*** 0.101 

群体认同 0.201*** 0.038 0.179** 0.083 

个人特征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外部环境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883
***
 -2.285

***
 

F 统计量 3.803*** — 

调整 R2 0.049 — 

卡方 — 92.961*** 

Nagelkerke R2 — 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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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 检验方法是现有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43],该方法虽然较 Sloble 方法和逐步回归法有一定优势,

但却不适用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的检验[44,45]。Iacobucci 提出的方法在检验因变量为分类变量时有一定优势,由于本文的人际信

任和生态治理参与行为均为分类变量,故选取该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其具体步骤如下: 

建立回归模型,由因变量 Y和中介变量 M均为分类变量,故选取Logit 回归。 

 

上述回归模型中的参数含义如下:a表示群体认同对人际信任的回归系数,b表示人际信任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的回

归系数。此外,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标准误用Sa和 Sb表示,根据模型结果及检验方法分别依次计算以下指标: 

 

对变量之间的中介检验主要是依据ZMediation服从正态分布时的显著性,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若 ZMediation的绝对值大于1.96,

则表示中介路径显著[44]。根据该方法,最后计算的 Z值为 3.497,表明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与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中起着中

介作用,也说明群体认同度的提高可以促使农户之间人际信任度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农户参与生态治理的行为决策。至此假说 H3a

得到验证。 

4.2 农户间的差异: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 

当自变量为分类变量,而调节变量为连续变量时,不能采用分组回归来做调节效应,而是应该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

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回归,采用层次回归分析[46]。此外,在做调节作用时,需要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做中心变换的的处理[47]。故本文

先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变换(即变量值减去其均值),以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然后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来考察群体认同在农户参与

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决策中的作用。其模型为: 

 

式中:Y是因变量,表示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X是自变量,表示制度信任;M是调节变量,表示群体认同;e是残差项;a、

b和 c分别表示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两者交互项的系数。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5。 

表 5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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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7 方程 8 方程 9 方程 10 

第一步 

个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外部环境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卡方 29.142*** 
   

Nagelkerke R2 0.063 
   

第二步 

制度信任 
 

0.290*** 0.305*** 0.317*** 

卡方 
 

38.105
***
 

  

Nagelkerke R
2
 

 
0.082 

  

第三步 

群体认同 
  

0.211** 0.857** 

卡方 
  

43.963*** 
 

Nagelkerke R2 
  

0.094 
 

第四步 

制度信任*群体认同 
   

-0.171* 

卡方 
   

47.286*** 

Nagelkerke R2 
   

0.101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结果显示,Nagelkerke R
2
由0.063增长到0.101,增长幅度达60.32%,这说明群体认同的调节效应显著;同时,制度信任与群体

认同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也说明了调节效应显著,假说 H3b 得到验证。根据 Aiken & West 提出的

方法,对群体认同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Z’=Z-(mean+/-sd))进行简单斜率检验[47]。结果显示在低群体认同度的情况下,制度信

任未能显著预测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简单斜率为 0.112,P=0.371>0.05;在高群体认同度情况下,制度信任可以显著正向

预测农户行为,简单斜率为 0.257,P=0.006<0.05。但总的来说,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是负向的,即农户群体认同度越高,农户对制

度规范的信任程度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这与预期不一致。其可能的解释是,群体认同度的提高一方面

直接影响了农户的参与行为,或者间接通过人际信任影响农户参与行为;另一方面,在后农业税时代,乡政府、村委会、小组等政

府的基础权力的表征载体被削弱[20],反之农户对群体的认同度在农户参与集体活动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综合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发现,在高群体认同度的情况下,农户间的人际信任会得到提高,进而促使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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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农户对制度规范的信任程度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会减弱;在低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则呈现相反的结论。换言

之,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

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值得说明的是,在探讨人际信任、群体认同和制度信任对农户生态治理参与行为影响的内在传

导机制之前,本文对核心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2。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

说,从调研的数据分析来看,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内在传导关系,故本文不再进一步阐述。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社会内源结构出发,在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个社会资本重要子集框架中,纳入群体认同,综合起来考察农户村域生

态治理参与行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群体认同三者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影响的内在逻辑,并

利用湖北省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于前文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人际信任度和制度信任度越高、

对群体认同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可能性越大。 

(2)受教育年限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可能性越大;而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参与概率反而越低。

此外,相比于男性,女性参与到村域生态治理的可能性更高。 

(3)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中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

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 

(4)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

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启示:首先,运用现代的新媒体,采用多种形式,营造一种气氛融洽、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以增强

农户间的人际信任程度。政策规范制定过程中,多听取农户的意见,使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需求和意愿,提

高农户对制度的信任度;在政策和制度执行中,加大对环境破坏行为的处罚,强化农户内疚情感。对村干部等管理者而言,集体决

策过程应该制度化、民主化,创造良好的渠道和环境,使村民的意见能够体现在村集体行动中,从而提高农户对群体的认同度。其

次,从社会教育的层面出发,应该加大对农户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户的环保意识。通过会议、讲座、发放相关读物或者制作相关的

视频或节目等方式增强农户对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最后,制定合理的补贴和奖励政策,积极引导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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